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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大国之间发生权力变迁时，国际体系往往处于不稳定的状态，国家间爆发冲突甚至战争的

可能性增大。如何维持权力变迁期间大国间的和平，是对国家安全乃至国际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的

问题。学界既有研究主要关注崛起国家的动机和战略，认为崛起国家的战略选择是决定权力变迁

时期大国关系的主要因素，而忽略了对守成国家战略的分析。

本文研究发现，和平权力变迁的实现，同时取决于守成国家与崛起国家是否采取战略克制。

如果守成国家采取战略克制，合理定义“国家安全”，仅将必要的区域划为核心势力范围 ；同

时崛起国家也采取战略克制，避免向战略区域扩张影响力，那么两国实现和平权力变迁的可能

性就非常大。相反，如果守成国家拒绝战略克制，无限扩大确保其“国家安全”所需的核心势

力范围 ；或者崛起国家拒绝战略克制，向便于投送军力的地区扩张，那么冲突发生的可能性就

比较大。

战略克制：大国实现和平权力
变迁的关键

赵懿黑

【内容摘要】　当大国之间发生权力变迁时，即一个国家的国家力量增长速度长期快于其他国家时，大

国间容易爆发冲突乃至战争。而和平权力变迁的实现，要求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同时采

取战略克制。崛起国家的战略克制在于，该国能否避开有利于向守成国家投送军事力量

的区域，以限制其攻击能力；守成国家的战略克制在于，该国能否合理定义对其国家

安全重要的核心势力范围，这将决定守成国家的威胁评估标准。历史上主要的大国权力

变迁案例，即 1891—1904 年日俄间的权力变迁、1870—1914 年英德间的权力变迁、

1841—1926 年英美间的权力变迁、1923—1941 年美德间的权力变迁，均可验证上述

主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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战略克制与权力变迁的理论机制

本文所说的权力变迁（power shift）是指，两个或两个以上大国之间发生的相对国家力量①的

长期变化。简单来说，是指一个大国的国家力量增长速度长期高于另一个大国。两个大国的国家

力量可能同时都在增长，但如果其中一个大国的国家力量以更快的速度增长，那么这两个大国之

间就发生了权力变迁。②其中，国家力量增长更快的为崛起国家，相对较慢的为守成国家——本

文定义“守成国家”时，只考虑国家力量的相对增长速度，并不考虑大国的国际地位、动机等其

他因素。需要强调，“权力变迁”不考虑国家力量增长的结果。即权力变迁结束时，崛起国家的

国家力量并不一定超过守成国家。当一个大国的国家力量不仅相对他国以更快速度增长，而且“其

国家实力已经超过或者即将超过守成国家的国家实力”，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发生的是“权力转

移”（power transition）。③也就是说，“权力变迁”仅考虑国家力量的相对增长速度 ；而“权力转移”

不只考虑国家力量的相对增长速度，还要关注权力变化的结果。

权力变迁期间，如果守成国家感到威胁，冲突容易发生 ；如果守成国家未感知到威胁，和平

易于维持。守成国家是否会对崛起国家感到威胁，不仅取决于崛起国家的攻击能力，也取决于守

成国家的威胁评估标准。换言之，守成国家是否受到威胁，同时取决于崛起国家能够攻击到的范围，

以及守成国家定义的对国家安全重要的范围。而崛起国家的攻击能力以及守成国家的威胁评估标

准，分别取决于两国是否采取战略克制。该理论的机制可以概括为图 1。

图 1　战略克制与权力变迁的理论机制

首先，如果崛起国家采取战略克制，限定扩张的程度和方向，即避免向重要战略区域扩张，

那么崛起国家的攻击能力将受到地缘政治条件的限制。一个国家投送军事力量时，如果必须通过

自然障碍或缓冲区，或面临其他大国的拦截，则需要消耗大量的军事力量。④如果一个国家的军

事力量难以被投送到特定地点，那么其军事能力将无法转换为攻击能力。正如战略家威廉森·默

里（Williamson Murray）所说 ：“世界上最好的军事组织，如果不能到达战争区域……那么根本不

值得一提。”⑤在这种情况下，崛起国家攻击守成国家的能力将受到限制，那么，守成国家感到威

胁的可能性较小。相反，如果崛起国家拒绝采取战略克制，向便于投送军力的战略区域扩张，随

着崛起国家的国家能力及军事力量的快速增长，其攻击能力也将快速增长，那么，守成国家感到

威胁的可能性较大。

其次，守成国家的战略克制，将决定守成国家的威胁评估标准（threat assessment criteria），即

崛起国家能将军力投送至何处时，守成国家将判断其国家安全受到了威胁。历史上的大国倾向于

无限扩张，最大化其势力范围，以确保绝对的安全。⑥当守成国家采取战略克制时，即仅将必要

的区域定义为对其国家安全重要的核心势力范围，守成国家不易感到威胁。相反，如果守成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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拒绝采取战略克制，无限扩大核心势力范围，期望在世界所有区域确保主导权，那么守成国家易

于感到威胁。

因此，权力变迁期间，如果守成国家拒绝采取战略克制，无限放大对安全的要求，那么即使

崛起国家限制扩张的区域和范围，守成国家也很可能感到威胁，冲突爆发的可能性就会存在。同样，

如果崛起国家拒绝战略克制，扩张到战略价值高的地区，即使守成国家仅将必要地区定义为国家

安全需要的区域，守成国家也可能感到威胁，冲突爆发的可能性也会存在。只有当双方均采取战

略克制，崛起国家限制扩张的区域，同时守成国家界定的核心势力范围也有限，那么守成国家倾

向于判断崛起国家的攻击能力未威胁到自身国家安全，两国之间维持和平的可能性较大。

下面，本文将分析历史上主要的大国权力变迁案例，即 1891—1904 年日俄间的权力变迁、

1870—1914 年英德间的权力变迁、1841—1926 年英美间的权力变迁、1923—1941 年美德间的权

力变迁，以验证这一理论机制。

1891—1904 年的日俄关系

1868 年明治维新后，日本的国家力量快速增长。另一方面，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败后，

也开始效仿西方国家进行改革。1861 年，俄国废除农奴制，由此获得了大量的劳动力。19 世纪 90

年代，在谢尔盖·维特（Sergei Witte）的带领下，俄国兴建铁路，提高关税，保护新兴工业，改良

金融体系，鼓励西方投资商利用先进技术在俄国兴建工厂。这一系列改革推动了俄国工业化的发展，

俄国的经济水平大幅提升。⑦自 1891 年以后，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不及俄国。1891 年日本能源消

耗占两国能源消耗总量的 33.65%，这一比率 1903 年下降至 23.59%，1904 年为 24.21%。⑧

日俄权力变迁期间，俄国不断向中国东北扩张。1896 年 6 月，俄国与清政府签署条约，同意

俄国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东段从中国东北通过，同时允许俄国派驻军队保护铁路，并给予俄国铁路

相邻土地的行政权。1898 年俄国进一步获得了在中国东北南部的影响力。俄国获得了辽东半岛

25 年的租借权，以及在旅顺建立海军基地、在大连建立商业港口的权利。俄国还被允许建立另一

条铁路，连接大连和哈尔滨。1900 年，义和团运动爆发时，俄国以帮助镇压为借口，向中国派遣

军队。事后俄国拒绝撤军，占领了中国东北，由此将其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。

不仅如此，俄国也有向朝鲜半岛扩张的意图。甲午战争后，俄国拒绝承认日本在朝鲜半岛的

主导权。日俄经过多年谈判，于 1896—1898 年签订一系列协议，其中，俄国只承认日本在朝鲜

半岛的经济和工业利益，拒绝日本行使任何政治或军事权力。⑨之后，俄国不断试图在朝鲜半岛

获取土地租借、建造铁路的权利，以及占有木材资源和渔业资源。⑩

另一方面，日本在制定威胁评估标准时，也没有采取战略克制的态度，中国东北与朝鲜半岛

均被日本定义为对其国家安全重要的区域。首先，日本认为，朝鲜半岛是插在日本心脏的一把匕

首，对日本的安全至关重要。日本元老山县有朋提出“利益线”的概念，主张日本不仅需要守护

“主权线”——国境线，还需要守卫“利益线”——一条包括日本邻近土地及区域的线，其中包

括朝鲜半岛。⑪内阁总理大臣桂太郎也认为，如果朝鲜半岛落入他国的势力范围，那么日本的敌

人会太过接近日本。⑫当时日本内阁的首要政策目标，就是将朝鲜半岛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。其次，

日本认为，中国东北也是对日本安全至关重要的区域。日本意识到，中国东北将为俄国提供向朝

鲜半岛投送力量的地缘条件，因此，俄国对中国东北的主导将威胁到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势力。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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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郎相信，俄国占领中国东北的时候，无论其作出怎样的承诺，都将不可避免地将其势力扩张到

朝鲜。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也强调 ：“如果满洲成为俄国的财产，那么朝鲜也无法保持独立。”⑭

由于日本认为对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主导对其安全至关重要，而俄国又不断向这两个区域

扩张，日本在权力变迁期间感到了俄国的威胁。与此同时，日本意识到其国家力量的相对衰退，

认为必须尽早地进行与俄国的战争。日本元老伊藤博文强调，日本需要立即发动战争，而不是“等

待国家的衰退”，以防俄国有更多时间增强其力量。⑮最终，日本于 1904 年对俄国发动了战争。

1870—1914 年的英德关系

（一）德国的崛起与英德和平（1870—1889 年）

随着 1870 年普鲁士战胜法国，1871 年德国实现统一，德国的国家力量快速增长。英国首相

威廉·尤尔特·格莱斯顿（William Ewart Gladstone）在 1870 年 12 月写道 ：“我有一种担忧，这一

巨变将使我们的状况从坏变为更坏。”⑯ 1870 年德国的能源消耗量占英德两国总量的 22%，1878

年该占比提高到 25%，1884 年为 30%，1889 年为 33%。⑰但在这一期间，德国国家力量的增长

并没有导致英德之间的对立和纷争。

首先，这一期间德国首相俾斯麦（Otto Eduard Leopold von Bismarck）采取了极度克制的战略。

俾斯麦对海外殖民地基本没有野心。1871 年，当有人向俾斯麦建议占领越南或者本地治里时，俾

斯麦回答 ：“我根本不在意殖民地。它们只不过相当于补给站。”⑱俾斯麦清楚地意识到，德国对

殖民地的追求会导致英德矛盾 ；比起占领殖民地，俾斯麦更乐意见到其他欧洲大国为争夺殖民地

而相互仇视，并将他们的注意力从欧洲分散到其他地区，由此避免反德联盟的形成。⑲

由于德国国内对殖民地的要求及压力，俾斯麦不得不获取一些殖民地时，他的扩张也采取了

最为谨慎的态度。19 世纪 80 年代，德国占领了德属西南非洲（今纳米比亚）、德属喀麦隆、多哥、

德属东非（今坦桑尼亚）、新几内亚东北部等地。这些地区难以为德国提供便于投送军力的战略基地。

其次，英国在进行威胁评估时也采取了战略克制的态度。英国的传统政策是“光荣孤立”，

即只有当某一国家过于强大，或者英国对于英吉利海峡的控制或英国的海上霸权受到威胁时，

英国才干预欧洲政治。换言之，英国领土以及关键海洋通路是否受到威胁，是英国评估威胁的

标准。相比占有几处殖民地的德国，法国和俄国对英国海上通路的威胁更大。俄国要求掌控达

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，并试图在波斯扩张 ；法国不断与英国争夺埃及的控制权，威胁

英国对苏伊士运河的控制。⑳ 1888 年 2 月，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（Salisbury）写道 ：“我们的政

策和同盟国（Central Powers）的一样。英国和德国，以及很大程度上奥地利，都是‘满意’的国家。

法国和俄罗斯是‘饥饿’的国家。”㉑换言之，英国并没有将德国认知为海洋国家，也没有感知

到德国的威胁。

结果，这一期间英德关系良好。即使德国不断崛起，英国也愿意在殖民地问题上让步以换取

德国的友谊。英国对德国在非洲的有限扩张采取包容态度，并于 1885 年、1890 年与德国达成一

系列协议。㉒

（二）英德冲突与“一战”的爆发（1890—1914 年）

这一期间，英德之间的权力变迁持续。1890 年德国的能源消耗占两国总量的 33%，1900 年

为 40%，1908 年为 45%，1914 年为 47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相比上一时期（1870—1889 年），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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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国家力量的增长速度已经减缓。上一时期德国能源消耗的平均年增长率为 5% ；而 1890—1913

年的平均年增长率仅为 3%。㉓但这一期间英德关系交恶，最终走向战争。

随着 1888 年威廉二世上台，1890 年俾斯麦卸任，德国的战略发生变化，拒绝继续采取战略

克制。德国开始推行“世界政策”（Weltpolitik），不仅要求获得“在日光下的地盘”，还进一步要

求获得对海洋的控制能力。正如德国首相伯恩哈德·冯·比洛（Karl von Bülow）解释的 ：“它（海洋）

已成为一条生死攸关的神经，如果我们不想让一个蒸蒸日上的、充满青春活力的民族变成一个老

气横秋的衰朽民族，我们就不能允许这条神经被割断。”㉔

为此，德国不断试图向重要海上通道的沿岸及战略性海军基地扩张。首先，德国企图向土耳

其扩张。1899 年，德国获得了巴格达铁路的租让权。这是土耳其境内的一条连接欧洲、穿越小亚

细亚半岛、经巴格达到达波斯湾的铁路。这条铁路如果建成，不仅会将土耳其纳入德国的势力范围，

同时还将威胁到英国对波斯湾的控制。其次，德国还觊觎荷兰和比利时。这对英国领土安全构成

极大的威胁。对于德国而言，通过荷兰领土上的莱茵河是花费最少的运输路线。不仅如此，在可

能的对法战争中，荷兰和比利时对于德国而言具有更重要的战略意义。1906 年，德国资本大量渗

入比利时和荷兰，并鼓动比利时、荷兰和德国结成关税同盟，德国甚至鼓舞了威胁比利时统一和

完整的弗拉芒分立运动。㉕

由于德国的战略转变，英国越来越感到德国的威胁。英国开始寻求与法国、俄国和解，以集

中对抗德国。英国分别于 1904 年 4 月、1907 年 8 月缔结《英法协约》和《英俄协约》，并作出了

一定让步，以解决英法和英俄之间的殖民地争端。这奠定了针对德奥联盟的三国协约的基础。随后，

欧洲形成了两大敌对联盟针锋相对的国际形势。同时，英德不断进行海军军备竞赛，双方战略竞

争愈演愈烈。

1914 年“七月危机”爆发后，英国并未立即决定参与欧洲大陆的战争，但英国无法容忍德国

占领法国和比利时。这是因为，德国可以利用这些国家的海岸线轻易越过英吉利海峡，向英国国

土投送军事力量。英国首相赫伯特·亨利·阿斯奎斯（Herbert Henry Asquith）在 8 月 2 日制定行

动原则时明确指出 ：“我们无法允许德国利用（英吉利）海峡作为敌对的基地。”㉖ 8 月 2 日，英国

在决定参战之前已向法国承诺，如果德国战舰驶入英吉利海峡，或德国攻打法国的海岸线或法国

舰队，英国会为法国提供保护。㉗ 8 月 3 日，德国为避免两线战争而攻打法国并借道比利时之后，

英国决定参战，处于权力变迁时期的英德最终走向战争。

1841—1926 年英美和平权力变迁的实现

1841 年，美国的能源消耗占美英能源消耗总量的 5%，1847 年占比达 10%，1864 年为 20%，

1872 年为 30%，1882 年为 40%，1891 年为 50%，1901 年为 60%，1907 年为 70%，1923 年为

80%。㉘可见，美国于 19 世纪不断崛起 ；到 19 世纪末英美经济能力基本持平 ；进入 20 世纪，美

国的经济能力超过英国，且持续增长。美国崛起期间，英美之间持续保持着和平。

美英权力变迁期间，美国不断扩张，但美国的扩张对于英国而言，一定意义上是克制的。一

方面，美国主要向美洲大陆及太平洋方向进行了扩张，这对英国的威胁较小 ；另一方面，英国进

行威胁评估时也采取了战略克制，英国放弃了对美洲的主导，仅关注欧洲和对英国生存至关重要

的海洋通道的控制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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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 世纪四五十年代，美国在中美洲地峡扩张之时，英国意识到中美洲对于英国的战略意义甚

小。1842 年 6 月，英国议员 J.A. 罗巴克在下院声称 ：“为了谋求英国人民利益的需要，我宁肯牺

牲西印度殖民地。为什么不呢？那些殖民地对英国人民来说究竟有什么好处？”1844 年，该议员

还说 ：“西印度群岛已经是这个伟大帝国的最沉重的包袱，对我们毫无用处。”英国政界纷纷呼吁

政府放弃以美洲为重点的传统政策。㉙ 1850 年，美英签订《克莱顿－布尔沃条约》，同意共享拟议

中的中美洲运河相关权利，这意味着英国允许美国介入中美洲事务。

19 世纪 80 年代到 20 世纪初期，美国在拉丁美洲进一步扩张时，英国则完全放弃了在美洲的

权利。委内瑞拉危机时，殖民大臣约瑟夫·张伯伦（Joseph Chamberlain）在 1896 年 1 月 4 日呼吁

“认真地同美国达成妥协”。1 月 25 日，张伯伦又声称 ：“我们不贪图美洲的一英寸领土。”㉚美国

意图开凿巴拿马运河之时，1901 年英美签署条约，英国同意美国自由地建造、控制和守卫拟建的

中美洲地峡运河。英国于 1904 年宣布 ：“鉴于美英关系的现状和避免对资源的无谓浪费，英国已

无必要在美洲保有海军舰只。”㉛至此，英国将美洲的主导权移交给了美国，美英实现了和平的权

力变迁。

1923—1941 年的美德关系

（一）“二战”初期德国的扩张与美德和平权力变迁的持续（1923—1940 年）

美国在 1923—1941 年相对于德国处于衰退中。美国的 GDP 占美德 GDP 总和的比率持续变

小 ：1923 年为 80.17%，1928 年为 75.11%，1936 年为 72.70%，1940 年为 71.13%。㉜自 1938 年

3 月起，德国开始了在欧洲大陆上的扩张。但直到 1940 年 5 月，美国都试图避免卷入欧洲大陆

的战争。面对德国的扩张和欧洲的战争，美国的基本态度是“避免风险 , 拒绝承诺”（no risk, no 

commitment）。㉝美国拒绝参与欧洲的战争，是由于这一期间的美国和德国均采取了战略克制。

一方面，这一期间德国的扩张一定程度上是有限的 ；德国没有占领便于跨越大西洋、向美国

投送军事力量的区域。到 1940 年 5 月，除了挪威、丹麦以外，德国没有占领任何位于西欧沿海

的地区。不仅如此，法国的独立意味着美德间存在缓冲地带，德国需要首先击败法国，才能够获

得向美国投送军力的通道。

另一方面，美国的威胁评估标准为，对方能否攻击到美国的国境线。美国判断，由于大西洋

的存在，德国没有能力将其军事力量投送到美国领土，因此并不认为德国的扩张威胁到美国的安

全。例如，1939 年 12 月，总统富兰克林·罗斯福（Franklin D. Roosevelt）在信件中写道 ：“美国

的公众舆论反对美国干预欧洲事务，感谢上帝赋予我们大西洋以及太平洋。”㉞换言之，罗斯福认为，

由于大西洋的庇护，即使不参与战争，美国也仍然安全。同样，美国国会议员杜威·肖特（Dewey 

Short）指出 ：“不可争论的事实是……3000 英里宽的大海存在于美国和欧洲之间……旧大陆国家

之间的纷争……与我们无关。”㉟美国民众也相信德国没有威胁美国安全的能力。美国地理位置的

优势以及美国国家安全的“坚不可摧”（impregnability），是当时美国民众普遍持有的信念，也是

美国民众接受孤立主义的主要原因。㊱

（二）美国的“二战”参战决定（1940—1941 年）

1940 年 6 月，法国沦陷，7 月德国开始了对英国的大规模空袭，美国的政策也随之改变。

1940 年 8 月，美国决定向英国提供驱逐舰，这一政策明显不符合其原先保持中立的立场，标志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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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国支援同盟国的开始。1941 年 3 月，英国的生存岌岌可危，美国通过租借法案，向同盟国“租

借”军事物资。根据国际法，美国的这一措施意味着参与战争。1941 年 9 月，罗斯福下令执行“一

旦发现德国军舰即刻射击”（shoot-on-sight）的政策，并于 1941 年 11 月得到美国国会批准。至此，

美国在大西洋开始了针对德国的军事行动，正式参与了欧洲的战争。美国的参战决定，改变了其

长达一个世纪的孤立主义政策。这同时是由于德国的过度扩张和美国威胁评估标准的变化导致的。

一方面，自 1940 年 6 月法国战败后，德国的扩张政策完全失去了克制。到 1941 年 11 月，

德国的势力范围已包括南斯拉夫、希腊、苏联部分领土、匈牙利、罗马尼亚、保加利亚以及芬兰。

另外，如果美国不参与战争，英国的生存将难以保全，英国也很可能被纳入德国的势力范围。㊲

这一时期的扩张，为德国提供了向美国大量投送军事力量的战略优势。首先，由于法国战败，

德美之间不存在任何缓冲地区。其次，德国获得了大量便于跨越大西洋的战略港口和海岸线。德

国可以利用法国和挪威的海岸线、法属西非的战略港口（如达喀尔）以及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大西

洋的岛屿——亚速尔群岛、佛得角群岛和加那利群岛，向西半球投送军事力量。如果英国被击败，

德国甚至可以利用不列颠群岛。

另一方面，美国的威胁评估标准不再限于国境线，而是基于德国能否获得欧亚大陆的沿岸地

区。美国认为 ：德国一旦控制欧洲和北非的沿岸地区，则可以不受阻碍地利用大西洋投送军事力量。

罗斯福认为 ：“在德国的控制下，那些岛屿（亚速尔群岛和佛得角群岛）将成为潜艇、军舰、飞机

的基地……它们将成为未来攻击（美国）的跳板。”㊳部分美国国会议员也指出，德国控制相关战

略地点意味着对美国安全的威胁。例如，李林登·贝恩斯·约翰逊（Lyndon B. Johnson）指出 ：“他（希

特勒）正在通过维希和非洲越来越靠近我们美国的海岸线。”㊴劳伦斯·阿诺德（Laurence F. Arnold）

则解释道，美国之所以可以在 1939 年维持中立，是因为那是在“所有位于海岸线的国家”被德国

击败之前，以及在“从挪威的最北端到西班牙整个海岸线落入德国人的手中之前”。㊵

结语

综上所述，大国间权力结构的变化，并不意味着冲突是不可避免的。崛起国家和守成国家共

同的战略克制将有助于实现和平权力变迁。正如 1841—1926 年英美权力变迁期间，由于崛起国

家避免了向战略区域扩张影响力，同时守成国家理性制定威胁评估标准，两国得以实现和平权力

变迁。1891—1904 年的日俄同时拒绝战略克制，结果大国间战争爆发。1870—1914 年英德权力

变迁期间，由于德国的战略转变，英德关系发生巨大变化——到 1889 年为止，英国愿意与德国

合作以共同抗衡法俄，但 1900 年以后，英德关系恶化最终走向战争。同样，1923—1941 年美德

权力变迁期间，德国的过度扩张以及美国对安全的重新定义，导致美国参与“二战”。

当前大国间权力变迁面临新的形势，美国作为守成国家，在制定威胁评估标准时，并没有采

取战略克制。美国对于安全的定义方式可以概括为 ：第一，海洋是高速公路而不是保护国土的屏

障，为了确保美国的安全，美国有必要主导全球所有海域。《美国海军战略规划 2017》指出，在“更

为全球化的世界”中，“开放的海洋、缩小的大海，以及其他水上通路”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海上交

通，因此，美国的安全和繁荣，与美国“在世界范围的海洋上”操作的能力息息相关。㊶美国认为，

一旦美国的对手进入了大西洋或太平洋，就很容易利用畅通无阻的海洋，靠近美国的海岸线。因

此，美国提出“深入的国土防御计划”（in-depth defense），即在远离美国海岸线的地方，发现并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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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消除威胁，以尽可能地让威胁远离国土海岸线。㊷第二，美国的安全取决于美国对欧亚大陆沿

岸地区的主导权。美国认为，欧亚大陆的海岸线是控制进出海洋的入口，美国的对手一旦控制了

欧亚大陆的沿岸地区，便可以利用海洋投送军事力量。美国海军制定的唯一一种赢得（与大国的）

战争的方式是，在危机或冲突发生的初期，通过发现及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以及反介入 / 拒止系统，

尽快确保制海权及主动权。这要求美国在地区前沿部署具有绝对优势的海洋力量。㊸

美国将其防御线画在了欧亚大陆的沿岸地区，将对亚太地区前沿的控制，以及远在大西洋

或太平洋另一端的区域海洋的主导权，定义为美国安全的必要条件。可以说，美国过度扩大了

其安全需求。美国海洋战略家杰弗里·惕尔（Geoffrey Till）讽刺道，华盛顿在制定战略时，仍保

留着“罗马帝国的气质”（the aura of imperial Rome）。㊹

美国当前对威胁的评估方式和对安全的理解，与其参与“二战”前夕的战略思想一脉相承。

以 1941 年美国参与“二战”为节点，美国彻底放弃了孤立主义政策，开始积极干预国际事务。

这种国际主义转向，是基于美国对国家安全的理解和定义。这种观念一直延续至今，已成为美国

战略思维的一部分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当前美国是出于“安全”需求，制定攻势海洋战略、在欧亚大陆的沿岸地区

竞争其影响力。在此背景下，守成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陷入安全困境的可能性非常大，即双方均

出于安全需求而相互竞争，国家的安全需求反而增加了地区冲突的可能性。这种困境，并不完全

是由于国际体系的压力导致的，也不完全是因为权力结构的变化，而是由于美国对于安全的定义

以及安全线的划定方式出现了偏差。

历史上鲜有崛起国家战略克制、守成国家拒绝战略克制的案例。大国之所以能够采取战略克

制，有时是出于领导人的谋略，比如 1870—1889 年俾斯麦领导下的德国 ；有时是因为特定国际

结构的压力，比如 19 世纪同时面临多个大国崛起的英国。面对守成国家拒绝战略克制的局面，

为避免冲突的爆发，崛起国家需要更加谨慎和克制，以等待历史时机。也许随着国际结构的变化，

守成国家将不得不转变其战略思维、采取战略克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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